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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演进趋势

陈明华，刘文斐，王 山，刘玉鑫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济南 250014）

摘 要：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MinDS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

市生态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分析等方法考察其空间格局及演进趋势，并借助分

位数回归检验了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下游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明显高于上、中游地区；②城市生态效率的总

体差异较大但呈缩小趋势，下游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内差异始终最大，上游与下游的区域间差异最大。随着生态

效率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公众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系数逐渐下降，是总体及区域内差异缩小的重要原因；各

地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为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间差异提供了一定解释；③技术创新、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对低水平、高水平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大，助推下游、上游地区分别呈现两极分化、多极

分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低、中、高水平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系数均较小，城市

生态效率发生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从而导致总体及各地区均存在“俱乐部趋同”和“马太效应”。本文采用至强有

效前沿面最小距离模型对测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有效避免传统DEA模型的缺陷，在对其总体空间差异识别的基

础上进一步分解差异来源，并预测其长期转移趋势，由此深化了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演进规律的认识和理

解，对于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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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经济带横贯中国东中西部，已经成为绿色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带[1]。然而，在取

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

市正面临着土地承载压力与日俱增、水体质量每况

愈下的严峻挑战。2017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显示，长江经济

带依靠土地占用、高耗水高耗能等增量扩张的发展

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大城市人口增长过

快，资源环境超载问题突出；污染排放总量大、强度

高，废水排放总量占全国的 40%以上，单位面积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强度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 1.5~2倍。为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出，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2018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要正确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由

此可见，不断提升城市生态效率已经成为长江经济

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3]。然而，长江经济带地

域狭长，上、中、下游地区在要素禀赋、资源消耗、技

术进步、环境污染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

性，这会导致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演变趋势和提升

潜力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评价长江经

济带城市生态效率，考察其空间格局特征与演进趋

势，一方面为揭示长江流域生态效率现状及潜力、

探寻分区域差别化的提升路径提供决策参考，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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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为促进“水-地-人”三位一体良性互动、进而实

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借鉴 Schaltegger 等 [4]的研究，本文将城市生态

效率定义为城市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服务价值

与资源投入、污染排放等生态环境负荷的比值。随

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学术界对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包括生

态承载力评估、减缓碳排放战略等方面[5]。也有部

分学者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

sis，DEA）模型就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生态效率或产

业生态效率进行了分析[6]，然而，传统的DEA模型有

的未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有的过度考虑变

量的松弛现象，这将导致非有效决策单元对改善城

市生态效率产生负面影响[7]。在空间差异方面，大

多文献采用直观比较、变异系数等分析方法就绿色

发展问题展开研究[8]。然而，无论是直观比较法还

是变异系数法都难以揭示空间差异的具体来源[9]，

Dagum[10]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则能够有效克服上

述问题。目前关于长江经济带演进趋势方面的研

究还比较匮乏，少数学者采用Kernel密度方法就省

际生态效率的分布动态状况进行了分析[11]，但这些

研究主要是从长江经济带整体视角展开，没有进行

分区域演进趋势的考察。在影响因素方面，仅有少

数文献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金融

集聚及城市化等方面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影

响因素进行考察[12]，但这些文献大多没有针对各区

域城市生态效率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未能基于空

间异质性视角提出差别化的区域提升对策。

鉴于已有研究不足，本文将从以下 3个方面进

行拓展研究：第一，考虑到水污染是长江经济带环

境污染的重要方面①，本文将其作为非期望产出引

入分析框架，采用 MinDS 模型（Minimum Distance

to Strong Efficient Frontier）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

效率进行测度；第二，揭示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分

布和空间差异大小及其来源，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深

入探讨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从而实现对城市生态

效率空间格局的全面刻画；第三，从动态演进特征

与长期转移趋势层面综合考察长江经济带城市生

态效率的演进趋势，并运用分位数回归给予相应的

成因诠释，为制定生态效率协同提升对策提供基本

依据。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首先采用MinDS模型对

城市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Dagum基

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v链及分位数回归考

察其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2.1.1 超效率非期望产出MinDS模型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纠正了径向模型

对无效率的测量没有包含松弛变量的问题，但其目

标函数是使效率值最小化的固有属性使得SBM模

型评价结果为前沿面上距离有效决策单元最远的

点。由于被评价者总是希望以最短的路径到达前

沿，因此 SBM 模型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而

MinDS 模型采用至强有效前沿最小距离的点作为

投影点[7]，使得决策单元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有

效率的前沿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SBM模型的

局限。假设每个决策单元有 M 种投入（i=1，2，…，

m）、U种期望产出（r=1，2，…，U）及V种非期望产出

（v=1，2，…，V），具体模型为：

max ρ =
1 - 1

M∑
m = 1

M

s-
m xmf

1 + 1
U∑u = 1

U

s+
u yuf - 1

V∑v = 1

V

s-
v zvf

,

s.t.∑
c ∈E

λc xmc + s-
m = xmf ,

∑
c ∈E

λc yuc - s+
u = yuf ,

∑
c ∈E

λc zvc + s-
v = zvf ,

λ, s-
m, s+

u, s-
v > 0

（1）

式中：ρ为城市生态效率，E为生产可能性集合。对

于第 f个城市而言，其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向量可以分别记作 xf、yf和 zf。 λ表示 DMU 的线性

组合系数，sm
-表示投入的松弛变量，su

+和 sv
-分别代

表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为了得到

生态无效率的具体来源，本文参考Cooper等[13]的思

路，基于松弛值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无效率，

并基于各投入产出要素进行生态无效率分解。

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习近平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中，废水排放是重点关注的污染排放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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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长江经

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将总体差

异 G 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 Gw、区域间差异贡献

Gnb和超变密度贡献Gt，分别用来反映长江经济带三

大地区内部差异、地区间差异以及各地区交叉重叠

对城市生态效率的贡献率大小。由于上述指标基

于均值做平均处理，因此它们反映的是相对差异状

况，如式（2）-（5）所示。

G =
∑

j = 1

I ∑
h = 1

I ∑
i = 1

nj ∑
r = 1

nh

|| yji - yhr

2n2 ȳ
（2）

Gw =∑
j = 1

k

Gjj pj sj （3）

Gnb =∑
j = 2

I ∑
h = 1

j - 1

Gjh( )pj sh + phsj Djh （4）

Gt =∑
j = 2

I ∑
h = 1

j - 1

Gjh( )pj sh + phsj ( )1 -Djh （5）

式中：I表示长江经济带总体划分的地区个数；nj(nh)

表示 j(h)地区内的城市个数；yji(yhr)表示 j(h)地区内任

意城市的生态效率值；n表示城市的个数；ȳ 表示长

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平均值。Gjj表示 j地区的

基尼系数，Pj=nj/n，Sj=njȲj /n Ȳ ；Gjh表示 j和h区域间

基尼系数，Djh为 j、h地区间生态效率的相对影响。

2.1.3 Kernel密度估计方法

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是

研究空间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工具之一。该方法能

够用连续的密度曲线对随机变量的分布位置、分布

形态、极化趋势和延展性等信息进行描述，进而对

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就本文而言，分布

位置反映了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高低，波峰数量是

反映极化趋势的指标。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高斯

核函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进行估计，其表

达式参见陈明华等[14]。

2.1.4 Markov链分析方法

Markov链模型能够通过构造Markov转移概率

矩阵，描述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长期转移趋

势。Markov转移概率矩阵是一个随机过程，其当期

以后的转移行为与当期以前的历史状态无关，即随

机变量处于 t+1时的状态概率仅取决于上一时期的

状态。如果将城市生态效率划分为N种状态，则可

以得到N×N的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并由城市生态效

率类型的向上、向下和不变的变化来确定转移方

向，具体公式参见侯孟阳等[15]。

2.1.5 分位数回归

考虑到三大地区不同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对各

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模

型进行实证考察，以便更好地满足研究需要。借鉴

Koenker等[16]的研究，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为：

Quantq( )Yt|Xit = βq Xit + μt （6）

式中：被解释变量 Yt为第 t年城市生态效率水平；q

为所取分位数，本文选择0.25、0.5、0.75分位点分别

代表城市生态效率的低、中、高水平；Xit表示第 t年

的第 i个解释变量；βq表示与分位点q对应的系数向

量；µt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分位数回归可以反映不

同生态效率水平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差别

化影响，且不易受极端值的影响，由此使得估计结

果更加稳健。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城市生态效率测算中，本文使用的投入指标

包括资本存量、劳动力、能源、土地。资本存量方

面，与单豪杰[17]的做法一致，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

算。由于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

选取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予以表征，并以 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关于增长率的设定，本文以考察期内城市全社会固

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几何平均增长率表示；借鉴吴

延瑞[18]的做法，选取各城市所在省份折旧率作为城

市折旧率。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予以

表征，采用全社会用电量和建成区面积近似反映能

源投入与土地资源投入。期望产出指标为地区生

产总值，并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考虑到

水污染是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环境污染的重要

方面，本文将工业废水作为重要的非期望产出纳入

分析框架，同时引入PM2.5浓度和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以反映大气污染状况。由于DEA模型的应用

条件要求投入产出变量不宜过多，因此本文运用熵

权法将上述 3种非期望产出合成一个污染指数，以

降低研究问题的维数[19]，进而使测度结果更加可信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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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因素方面，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0,21]，选取

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取对数，ln(gdp)）、资源禀

赋（资本劳动比取对数，ln(k/l)）、产业结构（第三产业

产值占 GDP 的比重，IS）、技术创新（科研支出占

GDP的比重，T）与公众环保意识（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重，EDU）作为解释变量来考察城市生态效率

空间格局与动态演进的成因。考虑到数据的可得

性，本文选取 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②作为研究对象。所用指标均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22]各城市市辖区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测算

本文采用MinDS模型测算出108个城市的生态

效率值，图 1反映了 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总体

及上、中、下游城市生态效率均值的演变趋势。就

总体而言，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基本介于0.75~0.80之

间，2011年之前下降较为明显，此后整体呈上升态

势。从区域比较来看，下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最

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下游作为长江经济带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地区③，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还

是资源配置结构，均有利于城市生态效率改善；上

游地区的广元、攀枝花等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

放，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多，其城市生态效率

提升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

水平显著大于上游地区，且近年来大幅提升，这种

向好趋势与政府对长江中游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

推动不无关系④。

图 2 反映了 2003—2016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

态无效率的来源及其贡献。从不同年份各要素无

效率的占比情况看，6种投入产出要素对生态无效

率的贡献差距悬殊，均处于动态调整和变化中。样

本期内，各要素按平均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

GDP（35.89%）、污染指数（22.16%）、能源（16.37%）、

土地（12.52%）、资本（7.19%）和劳动（5.87%），这表

明期望产出不足仍然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

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除2007年土地无

效率剧增外，其他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未发生明显变

化；GDP的贡献率始终较大，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

② 上游地区包括31个城市：重庆、成都、攀枝花、自贡、泸州、绵阳、德阳、广元、内江、遂宁、乐山、宜宾、南充、眉山、达州、广安、雅安、资阳、

巴中、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曲靖、昆明、玉溪、昭通、保山、丽江、思茅、临沧；中游地区包括36个城市：南昌、景德镇、九江、萍乡、新余、赣

州、鹰潭、吉安、抚州、宜春、上饶、黄石、武汉、襄阳、十堰、宜昌、孝感、鄂州、荆门、咸宁、荆州、黄冈、随州、株洲、长沙、湘潭、岳阳、衡阳、邵阳、益

阳、常德、张家界、永州、郴州、怀化、娄底；下游地区包括41个城市：上海、无锡、南京、徐州、苏州、常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淮安、扬州、泰州、

镇江、宁波、宿迁、杭州、嘉兴、温州、湖州、衢州、绍兴、金华、台州、舟山、芜湖、丽水、淮南、合肥、蚌埠、淮北、马鞍山、铜陵、黄山、安庆、滁州、宿

州、阜阳、亳州、六安、池州、宣城。

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将创新驱动摆在长江经济带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充分发挥上海等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

④ 2013年2月，长江中游省会城市达成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共识；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

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指出，要依托长江中游打造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

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城镇化样板。

图1 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演变走势

Figure 1 Trend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03-2016

图2 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无效率来源分解

Figure 2 Decomposition of ecological inefficiency sour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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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期望产出效率得

以提升；污染指数对生态无效率的贡献显著提升，

年均增长49.82%，逐渐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生态效

率提升的主导因素。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加直观地刻画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生

态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利用 ArcGIS 软件绘制了

2003 年和 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生态效率

的空间分布图（图 3）。从图中可以看出，长江经济

带生态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非均衡特

征。2003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较高的城市大部

分位于下游地区，如上海、杭州、无锡、苏州等，而生

态效率较低的城市大部分位于中上游地区，如新

余、鹰潭、攀枝花、六盘水等；2016年中上游部分城

市生态效率提升态势良好，成都、黄冈、常德等生态

高效率城市均位于中上游地区。但与此同时，生态

低效率城市仍大量遍布于中上游，这意味着区域内

部生态效率呈现“极好”与“极坏”并存。

3.2.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

为了进一步揭示空间差异及其来源，接下来基

于Dagum基尼系数进行分析。

图4a反映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总体及上、

中、下游地区内差异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城市生

态效率差异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总体基尼系数在

2003—2005年小幅上升，此后波动下降并于2013年

达到最小值 0.10，2013—2016年城市生态效率差异

再次扩大并趋于稳定。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

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差异的年均递减率为 1.53%，说

明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保协同机制取得了一定

成效。分地区来看，城市生态效率的地区内差异逐

渐下降，但上、中、下游之间的空间非均衡性分级明

显。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差异始终最大，其次是

上游地区，中游地区的区域内城市生态效率差异最

小。从演变趋势来看，上、中、下游区域内基尼系数

变化走势基本一致且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年均递

减率分别为0.99%、2.00%、1.51%。图4b反映了上、

中、下游地区间差异演变趋势，由图可知，城市生态

效率的区域间差异呈现下降趋势且波动基本一

致。其中，上游与下游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中游与

下游、上游的区域间差异较小。

图4c反映了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

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情况，由图可知，超变密度是

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贡献显著大于区

域间差异的贡献。在区域内差异贡献中，下游地区

占比最大，考察期内平均贡献率为 15.96%。因此，

解决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非均衡问题的关键在于

降低区域内生态效率差异，尤其应该促进下游地区

城市生态效率的内部协同提升。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成因

为进一步探究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影响

因素，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展开分析，表1列出了长

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

一方面，同一地区、不同分位水平各影响因素

系数的变化，能够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总

体空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另

图3 2003和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13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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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同一分位水平、不同地区各影响因素系数

的变化，能够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间

差异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①随着分位点的提高，

样本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意

识的影响系数下降。在此作用下，上述影响因素拉

动生态效率在较低水平城市实现快速增长，但在较

高水平城市增长相对较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总体空间差异的缩小。②同理，随着分位点的提

图4 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差异及其贡献率的演变趋势

Figure 4 Trend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differe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03-2016

表1 分位数回归结果

Table 1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地区

总体

下游

中游

上游

分位点

q=0.25

q=0.50

q=0.75

q=0.25

q=0.50

q=0.75

q=0.25

q=0.50

q=0.75

q=0.25

q=0.50

q=0.75

ln(gdp)

0.0004**

0.0007***

0.0003

0.0004

0.0009

0.0001

-0.0004

-0.0007*

-0.0003

0.0011**

0.0007

0.0016**

ln(k/l)

0.0215**

0.0163

0.0305***

0.0581**

0.0371

0.0597**

-0.0051

0.0168

0.0094

0.0166

0.0047

-0.0162

IS

0.0012*

0.0017

0.0034**

0.0050***

0.0057***

0.0114***

0.0019

0.0027*

0.0015

-0.0028*

-0.0038**

-0.0044*

T

-0.0650**

-0.0518*

-0.0696

-0.1112*

-0.1124**

-0.1522***

0.0493

-0.0038

-0.0497

-0.2608***

-0.1251

-0.2062

EDU

-0.0190***

-0.0276***

-0.0358***

0.0005

-0.0253***

-0.0533***

0.0249***

-0.0001

-0.0073

-0.0209***

-0.0329***

-0.0358***

常数项

0.3833***

0.5309***

0.4402***

-0.2679

0.1041

-0.1173

0.6521***

0.5403***

0.7247***

0.5520**

0.8752***

1.1972***

注：***、**、*分别代表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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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大地区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影响系数

有所降低，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中游地区产业

结构的影响系数同样表现为下降趋势，上述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三大地区内部城市生态效率差

异的缩小。③除了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意识对各

地区内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大致相同外，不同地区

内各因素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较大。例如，

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优化是下游地区生态效率提

升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是上游地区生态

效率改善的重要原因。此外，某些因素对不同地区

生态效率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例如技术创新对上

游地区的影响明显小于对中游地区的影响，一定程

度上助推了二者生态效率差异扩大。总之，各地区

内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强度不尽相同，使得

效率改善存在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文

提到的城市生态效率区域间差异的形成。

3.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演进趋势

为了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

时变特征，采用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方

法就其动态演进特征和长期转移趋势进行分析。

3.3.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

（1）长江经济带总体的动态演进特征。由图5a

可知，长江经济带总体生态效率的主峰位置先左移

后右移，表明总体生态效率水平经历了“先减小增

后大”的演变趋势，这一特征与前文长江经济带生

态效率均值曲线走势一致。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

曲线呈现双峰，且侧峰峰值较低，说明长江经济带

城市生态效率具有微弱的两极分化现象。

（2）上、中、下游地区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由

图 5b-5d所示，上游和中游地区主峰位置总体呈现

先左移后右移的演变态势，且近年来上游地区右移

幅度较大，说明样本期内上游和中游城市生态效率

水平具有上升趋势，且上游地区效率提升速度显

著。下游地区的主峰中心位置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其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较为稳定。其中，上游地区的

Kernel密度曲线出现多峰现象，城市生态效率水平

具有一定梯度效应，个别年份则出现多极化现象。

下游地区的 Kernel 密度曲线则呈现双峰但侧峰峰

值较低，说明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水平两极分化

现象较为微弱。中游地区始终以单峰现象为主，说

图5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

Figure 5 Dynamic evolu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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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协同化程度较高，不存在

两极分化。

3.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长期转移趋势

Kernel密度估计刻画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

率的分布动态演进特征，但未能揭示生态效率水平

的长期转移趋势，接下来运用Markov链就这一问题

展开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其中，各地区4×4矩阵

对角线上的元素生态效率水平未发生类型转移的

概率，刻画了该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稳定性（即平

稳概率），而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各地区生态效

率水平类型发生转移的概率（即“向上转移”或“向

下转移”）。

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存在

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由表 2可以看出，各地

区主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均大于非主对角线的转

移概率，说明城市生态效率处于各个水平的概率相

对较稳定。此外，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地区处于

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城市生态效率的平稳概率均超

过75%。换言之，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城市生态

效率发生类型转移的可能性较小，总体上具有维持

原状态的稳定性。

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中、下游城市生态效率

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就长江经济带总

体而言，城市生态效率向上转移概率均大于向下转

移概率，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不断提升的

可能性较大。同时，当城市生态效率处于低水平

时，一年后仍处于低水平的概率为 84.62%，说明正

常情况下低水平城市容易陷入“生态低效陷阱”，要

实现向中低、中高、高水平转移较为困难，这是城市

生态效率呈现空间非均衡状态的重要原因。三大

地区与总体情况相似，同样表现出“低水平陷阱”和

“高水平垄断”态势，这与“马太效应”所代表的“强

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恰好一致。

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总体还是各地区，均存在跨

越式转移现象，但转移概率较小。就长江经济带总

体而言，发生跨越式转移的最大概率仅为 3.70%。

具体到各地区来看，上游和下游地区发生跨越式转

移的概率均小于4%。虽然中游地区中低水平向高

水平发生转移的概率为 8.55%，但其中高水平向低

水平转移的概率也达到了 5.13%，这表明中游生态

效率水平较低的城市具有自身跨越提升的潜力，但

较高水平城市同时存在生态效率倒退的可能。

3.3.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演进趋势的成因

为考察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动态演进特

征和长期转移趋势的深层次原因，同样根据表 1的

分位数回归结果展开分析。

表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Markov链概率转移矩阵

Table 2 Markov probability transfer matrix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地区

总体

上游

中游

下游

t/t+1

低

中低

中高

高

低

中低

中高

高

低

中低

中高

高

低

中低

中高

高

低

0.8462

0.1311

0.0114

0.0028

0.7846

0.2000

0.0154

0.0000

0.8205

0.1453

0.0342

0.0000

0.8077

0.1058

0.0192

0.0000

中低

0.1481

0.6125

0.1681

0.0285

0.1923

0.5923

0.1308

0.0280

0.1795

0.5299

0.1795

0.0513

0.1827

0.6250

0.1731

0.0330

中高

0.0057

0.2194

0.6467

0.1339

0.0231

0.2000

0.7154

0.1049

0.0000

0.2393

0.5043

0.2137

0.0096

0.2308

0.5865

0.1978

高

0.0000

0.0370

0.1738

0.8348

0.0000

0.0077

0.1385

0.8671

0.0000

0.0855

0.2821

0.7350

0.0000

0.0385

0.2212

0.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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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动态演进特征而言，同一地区、不同分位水

平各影响因素系数的符号，能够为长江经济带城市

生态效率的 Kernel 密度中心位置右移提供一定程

度的解释；同一地区、不同分位水平各影响因素系

数的变化，能够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极化趋势

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①在不同分位点处，长江经

济带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影

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资本的

相对集中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生态效率改善。就三大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

平的影响系数在上游地区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

与公众环保意识增强促进了中游地区城市生态效

率提升，资本劳动比与第三产业占比提升是推动下

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原因。上述发现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上中下游

地区的 Kernel 密度中心位置右移趋势。②随着分

位点的提高，长江经济带总体的资源禀赋系数先减

小后增大，表明在资源禀赋增加的促进作用下，较

低、较高水平城市的生态效率增长较快，中等水平

城市的生态效率增长较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长江经济带总体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对于下游地

区而言，技术创新与公众环保意识的影响系数随着

分位点提升而逐步下降，这将使生态效率低水平城

市的增长快于中等水平城市，从而形成一极；而中

等水平城市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高水平城市，从而

再形成一极，因此导致下游地区生态效率呈两极分

化。在 25%和 50%分位点处，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及公众环保意识的影响

系数较大，在 75%分位点处，上述变量的影响系数

较小。在此作用下，这些变量拉动较低水平和中等

水平城市的生态效率实现快速增长，而较高水平城

市的生态效率提升相对较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中游地区的生态效率呈单极化趋势。由于仅通过

25%、50%、75%三个分位点不足以说明上游地区生

态效率的多极化成因，故将分位点进一步细分为

10%、30%、50%、70%、90%。根据细分后的分位数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由低到高的5个分位点处，经

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分别为 0.0007、0.0011、0.0007、

0.0014、0.0018。这意味着在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

强的正向影响作用下，最低水平与中等水平城市的

生态效率提升较慢，较低水平城市的生态效率提升

较快，从而形成一极；较高水平城市的生态效率提

升比中等水平城市增长快，从而又形成一极；最高

水平城市生态效率提升比较高水平城市增长快，从

而再形成一极，因此上游地区的生态效率呈多极化

趋势。

就长期转移趋势而言，同一分位水平、不同地

区各影响因素系数的比较，能够为长江经济带生态

效率的俱乐部趋同效应提供一定程度的解释；同一

地区、不同分位水平各因素的影响方向，能够为长

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组间转移提供一定程度的解

释。①在25%分位点处，长江经济带总体的经济发

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正向影响系数较小，

表明其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弱，这导致低水平

城市向更高水平转移的概率较小，故低水平俱乐部

趋同效应显著。同理，在50%和75%分位点处，长江

经济带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

等正向影响系数较小，导致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俱

乐部趋同效应显著。此外，在 75%分位点处，长江

经济带总体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意识的系数尽管

为负，但由于其系数较小，故其高水平俱乐部趋同

效应也同样显著。鉴于上、中、下游地区的俱乐部

趋同规律与长江经济带总体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②在不同分位点处，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中下游地

区均存在正向影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等推动着

生态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拉动各类型城市向更高水

平转移。以长江经济带总体为例，在 25%分位点

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对生态效

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故而低水平城市向中低水平

转移的概率较大。同理，在50%和75%分位点处，上

述因素也均对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故而中

低、中高水平城市分别向中高、高水平转移的概率

较大。与此相反的是，部分负向影响因素能够导致

生态效率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各类型

城市向更低水平转移的现象。同样以长江经济带

总体为例，在 25%、50%、75%分位点处，技术创新、

公众环保意识对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故而部分中低、中高、高水平城市会分别向低、中

低、中高水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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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MinDS模型测算了 2003—2016年长

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生态效率，运用Dagum基尼

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分析及分位数回

归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

及演进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论如下：

（1）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

水平先降后升，下游生态效率水平明显高于上、中

游地区。其中，期望产出不足始终是导致生态无效

率的重要原因，污染排放逐渐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

生态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

（2）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相

对差异逐渐缩小，但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空间非均

衡现象依然显著。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差异始

终最大，上游与下游的区域间差异最大。随着分位

点的提高，技术创新、公众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回归

系数下降，进而导致总体空间差异及各区域内差异

缩小；各地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和方向的不尽

相同，为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间差异提供了一定

解释。

（3）三大地区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中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协同化程度较高，下游地区

存在微弱的两极分化现象，上游城市生态效率水平

具有一定梯度效应，且个别年份出现多极化趋势。

此外，不同生态效率水平的组间流动性较低，长江

经济带总体及各地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趋

同”与“马太效应”。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等影

响因素在低、高分位点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大导致下

游和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出现两极或多极分

化；在同一分位水平下，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

产业结构等正向影响系数较小，城市生态效率发生

转移的概率不高，从而导致各区域俱乐部趋同效应

显著。

4.2 启示

上述实证结果揭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

时空分异特征、动态演进规律及关键影响因素，能

够为全面探寻生态效率提升路径提供重要启示，具

体包括以下3点：

第一，应基于各地区区位优势进行全局规划，

实施因地制宜的生态效率提升战略。具体而言，下

游地区作为生态效率较高的聚集地，要加快绿色技

术创新步伐，通过倡导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等

方式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中上游地区要由粗放型

发展模式逐渐向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模式转

变，同时提高对外资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发挥FDI

对城市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

第二，缩小区域内差异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

协同提升的重点。一方面，要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

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大力推动产业布局、人才

互动、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协调工作，依托长江黄金

水道实现邻近地区的深度协作；另一方面，需要在

政府的引领下，促进环保监督部门、企业、居民共同

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为提高生态效率创造良好的外

在环境。

第三，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形成有效的生

态效率提升合力。应明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

和主体功能定位，高水平城市要通过绿色生产技术

与先进的环保理念带动低水平地区生态效率的协

同提升。同时，低水平城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做到

统筹兼顾，防止污染迁移，通过邻近城市功能分工

协作来增强生态效率提升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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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temporal trend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HEN Minghua, LIU Wenfei, WANG Shan, LIU Yuxi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this study, the minimum distance to strong

efficient frontier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inDS)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arkov chai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amine its spatial pattern and

temporal trend, an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tested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downstream cit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2)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was

large but gradually decreasing. The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 in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was

always the largest in the downstream areas, and the largest regional difference was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the downstream region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the impact coefficients of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d gradually decreased,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overall and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ir

roles and directions were different,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explanation fo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3)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d relatively greater impact on cities of low- level and high- level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which resulted in the trend of polarization and multi-polarization in the

downstream and upstream regions, respectivel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d low positive impact coefficients on cities of low,

medium, and high levels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the trend of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shift was not obvious, resulting in the overall and regional“club convergence”and“Matthew

effect.”This study used the MinDS model to measure the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level,

effectively avoided the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DEA model, further decomposed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 on the basis of its overall spatial difference identification, and predicted its long- term

transfer trend. This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urb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MinDS model;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trend;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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